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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中华文化数字化进程中的沉浸式叙事研究进行综述。方法 以统一媒介论中观念、符号、

语境所构成的三元媒介体系为方法，澄清中华文化的沉浸式叙事本质为文化观念的传承与文化符号的传

播。其设计核心在于如何在“数字化”语境之下，实现“文化遗产”这一符号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

化。结果 自然与文化遗产在赛博时空中以数字资产形态存在的“数字孪生”，不仅是中华文化元宇宙建

构的基本前提，亦可能将成为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最终归宿。结论 媒介技术的迭代，正在促使文化遗产

逐步向数字资产迁徙；媒介环境的变迁，亦促使沉浸式体验、多模态交互、非线性叙事等设计论题再度

浮出水面。而诸般现象的背后，实际皆隐含着两条纵横交织的媒介演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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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review the immersion narratives in digit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triadic media 

system consisting of concept, symbol, and context in the unified media theory as a method, the essence of the immersion 

narratives in Chinese culture was clarified as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concepts and cultural symbols. Its design core 

lied in how to realize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ymbol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The "digital twi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Cyberspace in the form of digital assets 

was not only the basic premi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metaverse, but also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digitization. The itera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is prompting cultural heritage to gradually migrate to digital as-

sets; the change of media environment is also prompting design issues such as immersive experience, multimodal interaction, 

and nonlinear narrative to resurface. Behind all these phenomena, two intertwined laws of media evolution are im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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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文化传承是中华文化的

大设计，同时也是数字技术创造性转化的根本依托；

文化传播是中华文化的大叙事，同时也是数字技术创

新性发展的自然延伸。通过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混合现实、扩展现实为代表的一系列沉浸式技术手

段，中华文化的沉浸式叙事既已实现由数字化传承至

【院士专栏：中华文化数字化创新设计研究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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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传播的完整产业链条贯通。其不仅囊括了数字

化采集、数字化记录、数字化展示、数字化衍生等文

化遗产数字化的全流程覆盖，更进一步为新时代语境

下的设计方法与设计范式带来了卓有成效的启迪与

创新。因此，沉浸式叙事不仅是当今文、工、艺多学

科交叉融合下的新理念，更是人民群众具身浸染中华

文化的新途径。 

1  沉浸式叙事的研究范畴 

1.1  中华文化的沉浸式叙事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要求[1]。总书记同时指

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而在以

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守正创新的新时代语境下，天然

托生于祖国青山绿水、凝结中华文化、铭刻中国故事

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正是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

有力抓手。 

因此，如何借助诸般沉浸式媒介技术手段，以该

领域科学技术为先导，凝聚人才资源，增强创新驱动

力，便成了当今时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核心论题。其不仅是“意识形态领

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1]的关键要素，同

时也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和有力保障。 

1.2  沉浸式叙事的基本理念 

所谓沉浸，实质上是指在主体对视域中符号进行

认知并转化为自身观念的过程中，所达成的内外部世

界统一。其可进一步细分为感觉沉浸、知觉沉浸以及

意识沉浸三个逐层递进的沉浸阶段。过程中的每一次

交互都会使主体逐步到达更深层次的沉浸阶段，直至

最终无从分辨内外部世界的界限所在，产生内外部世

界完全统一的临界体验。因此，所谓“沉浸式”首先

应视为一种程度或阶段的形容，其并非是对事物本质

的界定，而仅仅是事物在特定条件下的存在形式。 

在这一视角下，狭义层面的沉浸式媒介可特指通

过计算机模拟仿真所实现的人工媒介，依托虚拟现

实、增强现实以及混合现实等技术所营造的具有沉浸

性语境特征的人工环境皆在此列。而从广义层面来

看，沉浸式媒介可以泛指整个世界的所有媒介集合，

即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自身，其概念囊括了整个人类

已知的认识论范畴。 

因此，沉浸式媒介与其说是一种与文学、电影、

游戏等既存媒介并列的媒介类型，不如说是某类媒介

或所有媒介均有可能达到的一种媒介状态 [2]。换言

之，一切既已存在的媒介皆可达到沉浸的可能性。亦

如学者所言“关于沉浸的研究，其实随着叙事文化的

出现便一直存在着”[3]。“叙事并非只是以故事形态

进行呈现，它更是一个关于人类沟通、行为完整的理

论和典范。而媒介技术恰恰就是用于探索叙事形式的

基础和支柱”[4]。“当我们把媒介视为实践时，它往

往和交往主体的创作与传播的叙述行为的规律性相

关”[5]。 

由此可见，叙事本身是主体的一种带有意图的抛

出[6]，而媒介则不仅是抛出后的形态，同时也是这个

抛出赖以存在的载体与环境。媒介与叙事本就是结果

与过程或本质与表象的关系，媒介为体叙事为用，对

媒介的研究即是对叙事的研究。而诠释这对体用关系

的切入点恰恰在于由观念、符号、语境交织而成的故

事本身，故事中的观念、符号、语境，媒介与叙事的

各自特征和彼此关系亦会随之自然显现出来。简而言

之，赋予符号以结构的行为即叙事，而这个结构化的

符号系统则是故事。 

1.3  沉浸式叙事的研究现状 

研究伊始，通过对“中国知网”近 30 年 17 830

篇文献与近 5 年 5 867 篇相关研究的综合趋势分析、

“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库与“Web of Science”核心

合集中的 180 篇国内外高引文献（被引数≥10，其中

国内 84 篇，国外 96 篇）的文本研究、以 180 篇高引

文献为样本所获的 210 篇核心共引文献（共引数≥2）

的网络分析，发现本领域研究现状主要可从成果分布

趋势、文本研究内容、共引文献分布三个角度，对应

学科、学者、学术三个层面进行归纳，其显著特点及

关键问题概括如下： 

1）从成果分布趋势来看，沉浸式媒介叙事研究

既已横跨文、工、艺三大学科门类。其中，自然科学

领域成果始终居于领先地位，人文艺术领域自 2016

年猛然跃升至诸学科总体发文量前列，然而就成果总

量、年均发文量而言，自然科学领域先发优势依旧显

著。这一现象的根源，可归因于本领域人文艺术相关

基础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其后发势头虽然迅猛，但根

基尚未稳固。因此，其近五年的成果井喷，依然可被

视为自 2016 伊始，在一系列以虚拟现实、区块链、

元宇宙为代表的“元年”序列中，借助沉浸式技术的

商业复兴与政策红利所带来的长尾效应。其当前的创



第 44 卷  第 2 期 徐迎庆，等：沉浸式叙事视角下的中华文化数字化传承与传播 3 

 

新动力主要源于科学层面的技术迭代，而非艺术层面

的观念突破。继而使本领域话语权多掌控于以计算机

为代表的自然科学领域，人文艺术领域被动居于从属

地位。由此可见，创新动力失衡，既已逐渐成为本领

域健康发展的掣肘所在。因此，应进一步立足人文艺

术学科特色与发展规律，以基础理论建构为核心，提

升人文艺术创新动能，以期在科技持续攀升的新时代

语境下，真正实现本领域艺术与科学的交叉融合，以

及人文与技术均衡发展的远景目标。 

2）从文本研究内容来看，沉浸式媒介相关研究

自诞生伊始便处于多学科交叉背景之下，虽可集百家

之长活跃于学术前沿；但其至今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学

术共识的独立学术体系。同一主题在众多学者眼中的

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基本问题的归属与

定义尚且各异，更难以结成一定规模的学术群体共同

应对时代挑战。这一百家争鸣却又各自为政的现状，

使本领域众多理论成果依旧如星星之火，零散分布于

经典的媒介研究领域，难能形成合力。特别在本研究

紧密相关的设计学及戏剧与影视学领域，当下沉浸式

叙事的主流研究方法依然根植于以电影、戏剧、文学

为代表的经典理论体系之下，且更加偏重于应用研究

与创作实践，基础研究进展艰难。然而，越是缺乏统

一的理论，诸学者便愈加难以在共同语境下就同一论

题展开延续性论证，继而亦难以聚沙成塔将学术见解

汇聚为学术共识。因此，为了进一步促成本领域由

学者个体至学术共同体的跃升，沉浸式媒介叙事研

究首先应正视其有别以往的媒介特征，将之视为独

立的研究对象，针对性地开展成体系、成规模的基

础研究。 

3）从共引文献分布来看，不少学者虽已逐渐意

识到经典理论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新媒介所带来的新

形势、新问题，但是目前能够与经典理论体系并驾齐

驱的自有理论不仅远未成型，涉猎者亦属罕见。加之

本领域学者对于电影符号学、经典叙事学、媒介环境

学等理论方法较为熟悉，且学术背景主要源于电影、

戏剧、文学等传统艺术门类。因此，其研究动机往往

更加偏向于将 VR/AR/MR 视为一种纯粹的技术革新，

并致力于探索此种技术对经典叙事媒介的潜在影响。

这一研究视角确有其合理性，但其弊端亦十分显著，

此种观点不仅枉顾了将沉浸式媒介视为独立体系与

电影、戏剧、文学等经典媒介等价评判的可能性，更

从根本上否认了独立展开其自有叙事体系建构的必

要性。 

综上所述，当下沉浸式媒介研究在人文艺术领域

学科、学术、学者三个层面的关键问题均指向同一方

向，即聚焦于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基础理论

研究薄弱。亟需一套具有普适性与针对性的沉浸式媒

介配套理论。唯有突破理论瓶颈，积极发挥人文艺术

特色的创新能动性，才有望在自然科学所带来的技术

革新中，把握沉浸式媒介的时代机遇。本文所采用的

统一媒介论，正是在此情形之下为沉浸式媒介叙事研

究量身定制体系方法论的初步探索。该方法涵盖狭义

与广义两大范畴：狭义媒介论侧重于剖析媒介内部

观念、符号、语境等微观要素之关联；广义媒介论

用以诠释媒介外部媒介个体和媒介集合的交互关系
[2]。 

统一媒介论的创立初衷是为建构认识论而服务

的，其目的并不在于对问题表象进行描述，而是将诸

般问题的产生皆视为由媒介状态变化而引发的矛盾。

同时，媒介之所以发生状态变化，其内在缘由亦是媒

介特性使然。因此，我们的关注点首先在于阐释研究

对象自身所隐含的内外部特性。在这一方法论视角

下，诸般研究对象皆可被视为媒介并采用狭义媒介论

进行解构，以期明确其在微观层面所特有的观念、符

号及语境特征。而该媒介与周遭媒介之关联，则可采

用广义媒介论进行解构，以期展现其在宏观层面所特

有的演化趋势、建构逻辑与叙事范式。凭借该方法，

将不必再拘泥于学科、学术、学者等各个层面因专业

分化所引发的认知差异，从而得以进一步跳脱既有方

法论的窠臼，重新回归于研究对象自身，追溯其问题

及现象背后的底层逻辑。如在狭义媒介论中，由一而

三的概念解构所产生的观念、符号、语境不仅可以分

别指向不同的概念范畴进行独立分析，同时三者相交

亦可以完整还原包括故事与话语在内的全部叙事二

分法要素。而当三者合而为一时又将能够直接作为叙

事行为的结果，以媒介的形态进行呈现。因此，不论

狭义媒介论的解构与结构，其所指向的概念都可囊括

叙事二分法的作用范畴，这也正是为何我们主张采用

统一媒介论作为本研究基本方法论的缘由所在[2]。 

2  设计视角下的传承与传播 

2.1  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在本研究所依托的统一媒介论视角下，“文化遗

产数字化”首先可以运用狭义媒介论，将之视为一个

统一的媒介范畴，并进一步解构为观念、符号与语境

三个要素进行分析。其中，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化遗

产”便是该媒介的“符号”所指；“数字化”作为一

种技术手段，亦同时声明了“文化遗产”面向数字化

未来的时代环境与发展方向，因此，亦可视为规约“文

化遗产”这一符号的“语境”所在；而其作为媒介的

最终目的亦始终是对“文化”这一“观念”在诸媒介

间的传承与传播。在此过程中，不论在何种“语境”

之下，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始终需要依托于某一

“符号”载体，才有望被他者所觉知。 

如自然遗产中某一名山胜川的本质为“山”“川”，

但其之所以称为“名”“胜”，是由人所赋予的观念而

决定的。因此“名”“胜”所指并非山川之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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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面目，而是人类语境下山川作为符号所承载的文

化观念。而与“自然遗产”相对应的“文化遗产”通

常又按是否有形划分为“物质”与“非物质”两个部

分，前者的文化载体更倾向于“物”，而后者则更倾

向于“人”，但不论何者，其文化（观念）皆需依托

载体（符号）而存在。其与自然遗产之差异主要在于

其载体之“形”的来由，自然造化者视为“自然遗产”、

人工造物则视为“文化遗产”。因此，其界定与自然

遗产并无本质差异，其“形”不论人造与否，皆始于

实在，归于符号，而其“形而上”的文化即为观念。 

因此，通常意义下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要么本

身即是有形之物，要么则需以有形之物为依托，纵然

如非物质文化这般看似不以物化载体进行传承的文

化形态，实际亦需以传承人为载体，通过其行为间接

显现。因此，诸般“遗产”在外部世界中的呈现形态

往往首先是具有显著符号特征的物质实存，而若兼顾

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情况则要复杂许多。如前所述，

文化作为无形观念，势必需要依托某一载体间接显现

于现实之中。此时，其虽可借诸般“遗产”自身之“形”

进行彰显，但其来由不仅是人所赋予的，更是率先萌

发于人类内部世界之中的，因此，文化遗产在此时又

难免成为形而上的存在，似乎与前文论述相悖。之所

以造成如此大相径庭的结果，实际是由于对文化遗产

作为“符号”这一概念辨别不清所致。如“名山”作

为文化符号，其概念所指可以包含“土石之丘”与“中

华文化”双重意涵，其同时指向实存与观念两个范畴，

而其何时何地作何解释或偏重于何种意涵则需结合

具体语境进行判断。正因如此，文化遗产作为符号才

有望作为内外部世界衔接的桥梁，其承载中华文化观

念，亦受数字化语境所约束，三者合而为一即为中华

文化（观念）遗产（符号）数字化（语境）作为独立

媒介所包含的应有之义。 

因此，在狭义媒介论的微观层面论及文化遗产的

传承与传播，其实际指代的是文化自身在观念层面的

传承，以及文化遗产在符号层面的传播两个部分。然

而，不论作为符号的遗产是否有形，皆可作为文化之

载体，在符合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统一的媒

介范畴，进行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延承。因而从广

义媒介论宏观层面来看，文化的观念传承与符号传播

从本质上来讲，实际正是媒介自身在特定历史时空中

纵横交织的演化路径。在此，可以将文化在时间中的

纵向传承对应媒介迁徙律；而其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

则对应媒介集合律。前者体现为文化在纵向时间维度

所进行的自我演化，其目的在于寻求资源，维系自身

存在；而后者则体现为文化在横向空间维度所展现的

组织演化，其目的在于通过涌现与解构持续迭代。当

其遵循纵横两个基本规律在时空中展现出完整的演

化轨迹之时，原本离散于时空之中的诸媒介才可能在

统一文化观念的驱使下形成完整叙事，从而进一步实

现以文化为核心的叙事体系与话语体系建构。 

2.2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设计核心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意识形态传承至今，历经

五千年的历史沉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文明瑰

宝。因此，针对其观念层面的意涵，设计的责任首先

在于尽可能忠实地还原其本来面目，将之妥善传承于

后人。这也意味着，对文化观念而言，创造与创新并

非是首要的设计诉求。那么既然如此，何谈所谓创造

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呢？从文化遗产保护的惯常视

角来看，文化遗产数字化在整个数字技术环境中包含

一系列活动，涉及采集、整理、记录、保存、保护、

展示、传播等数字化实践工作以及相关学术研究和

政策制定[7]。这些活动虽在微观实践层面多有并行，

但就整个工作流程而言，其在宏观尺度下依然是遵

循因果逻辑线性展开的，这也是文保工作自身特点所

决定的。 

此时，设计师自采集至保护的工作环节中，多是

以服务于文保部门的从属身份存在的，该部分工作的

主要目的在于文物保护基础上的文化传承；其重点在

于“守正”，即最大限度地重现文物的物质特征。而

在后续的展示与传播工作环节中，保护工作大多转为

设计师主导，其主要目的在于文物活化基础上的文化

传播；该部分重点在于“创新”，即最大限度地展现

文物的精神风貌。因此，可以从设计视角将整个设计

流程划分为传承与传播两个部分，其各自的工作重点

及其评判标准合称为“守正创新”。 

进一步结合统一媒介论来看，由其“形”（符号）

推断其“神”（观念）是为文化传承，其目的在于对

文化进行时间延续，因而要点在于“守正”。而由其

“神”凝聚其“形”是为文化传播，其目的在于对文

化进行空间拓展，因而要点在于“创新”。所谓种种

“遗产”实际亦可视为观念“造物”而非自然造物，

这个“造物”的本质是依托观念所聚合而成的符号系

统，其仅在人类语境之下得以成立，跳脱人类语境便

无“遗产”之别。因此，应率先澄清的是，当某物或

某人作为文化载体之时，不论其是否有形，亦不论其

形是何来由，皆可视为文化符号。所谓“守正”并非

指对其“形”即符号的描摹，而是对其“神”即观念

的重现。如“土石之丘”之所以誉为“名山”，往往

并非有赖于其土石之集合的自然属性，而是由其背后

所承载的一系列关乎“中华文化”的事件、情节、故

事交织而成的叙事所决定的。 

换言之，所谓“文化遗产”，是要在以人类观念

介入为先决条件的叙事中才能够得以成立的。为了确

认何种符号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设计师不必

往复拘泥于形似层面。一切能够在给定语境下，利于

该观念传承与传播的符号皆可为我所用。反之，那些

由“土石之丘”所复刻的“数字之丘”，不论如何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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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亦不过是有形无神、尚待加工的叙事素材而已。

若“土石”无以承载“中华”，则可取而代之。而此

时的研究重点亦应随之倾斜于其形式背后的文化观

念究竟为何，其最终落脚点还应回归于“人”这一观

念的抛出者与传播者。正因立足于人，才有望跳脱符

号形式的差异，将与该观念所关联的一众符号皆视为

其赖以存在的资源来看待，从而进一步对诸符号进行

资源整合，凝练其共同指向的文化观念并进行传承与

传播。因此，设计层面的文化遗产数字化，核心在于

如何在“数字化”语境之下，实现“文化遗产”这一

符号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其最终目的在于改

造或创造出更加适配时代语境的文化符号，并将其作

为“中华文化”在新时代语境下传承与传播的载体而

存在。 

2.3  文化遗产到数字资产的转化 

近年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元宇宙”热潮席卷

全球，似乎所有既存媒介都在试图与“元宇宙”建立

联结。有学者称：“它（元宇宙）之所以如此激动人

心，是因为它被认为是互联网进化的未来。”[8]这一

现象实际已在我国文旅产业相关的政策、经济、文化、

科技等多方面得以体现。文化遗产数字化亦概莫能

外，其在这场“元宇宙”风潮之中主要以文化符号由

现实时空向赛博时空的显著迁徙为特征，并以文化遗

产向数字资产的转化与流通为结果。以区块链技术为

核心的数字资产，以及随之而来的数字孪生、虚拟化

身、加密艺术等一系列尚待探索的新时代设计论题，

已对学术共同体提出全面挑战。 

为了阐明数字资产作为元宇宙经济基础的核心

地位，有学者指出“NFT 是基于区块链的传统艺术的

出口，而对元宇宙来说，NFT 则是入口，进而成为连

接现实世界和元宇宙的桥梁”[9]。“元宇宙的建立将

带来丰富的数字场景与数字资产，将为数字资产的产

生、确权、定价、流转、溯源等环节提供底层支持，

加密艺术的资产属性将会得到进一步强化”[10]。“数

字 身 份 为 数字 资 产 的 创造 和 消 费 提供 了 新 经 济模

式，数字资产与现实资产的双向流通创造了新经济体

系”[11]。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就数字资产技术规范

提出：“资产数字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可交互、可编

程，资产经数字化后可以低成本、高效率、高流动性、

智能化地交易和流转。”[12]同时，亦有学者指出：风

险的产生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由于数字资产的高

速流转导致已有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秩序和由此产生

的社会关系受到冲击，让既有的社会制度出现治理上

的缺失，无法及时、有效调节以降低风险的发生[13]，

从而应当从法律层面辅以规制。 

与此同时，虽然一众学者对元宇宙热潮反响积

极，但中华文化元宇宙的建构并非朝夕即至的。当媒

体再度裹挟着整个社会语境，翻出所谓“元年”的概

念，竭力抢夺着“元宇宙”的解释权与话语权之时，

我们距离上一个“虚拟现实元年”实际不过数年之隔。

而诸般“元年”背后共同指向的对象，实际皆可归结

为尚未明朗的沉浸式媒介。 

因此，可以说沉浸式媒介的建构逻辑，即是元宇

宙的建构逻辑。在沉浸式叙事视角下，媒介内部故事

世界的产生、发展乃至消亡的整个过程，实际皆可抽

象为符号在媒介之中随沉浸者 [14]体验而逐步交织的

叙事网络。其从无到有的原点，在于符号是否能够借

助沉浸主体，实现由媒介外部至内部的转化。唯有在

此基础上，有关沉浸式媒介的创立机制、运行机制以

及退出机制才具有进一步澄清的可能性。遵循这一逻

辑，自然与文化遗产在赛博时空中以数字资产形态而

存在的“数字孪生”，不仅是中华文化元宇宙建构的

基本前提，抑或将成为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最终归宿。 

3  数字驱动下的设计趋势与反思 

3.1  沉浸式体验 

在文化遗产数字化相关的设计研究中，人文艺术

领域学者对沉浸式体验的理解常以“心流理论”为依

托。其源流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既已萌发于心理学领

域，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

szentmihalyi）将人们全情投入参与某种活动时所产生

的高度愉悦和忘我情绪称之为心流（Flow）或领域

（Zone）。 

因此，秉承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感觉大

大超越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体验程度，进而引起人们

对此的向往和迷恋。这可以说是较早的有关沉浸式体

验的系统描述”。[15]沉浸体验在文化旅游过程中普遍

存在，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的沉浸体验表现为一个非

常复杂的心理过程，体现为旅游者与旅游对象（文化

旅游装置）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16]。沉浸式体验重

在感官体验和交互体验。身临其境沉浸式的博物馆

环境拥有使人专注的优势，即不受外部干扰的聚集

体验，使访问者能够完全沉浸在当下的内容中[17]。

同时，亦有学者指出，“沉浸”实际对应着 Immersion

和 Flow experience 两个英文术语，前者源于对虚拟现

实技术问题的研究，而后者则发端于心理学，并认为

对“沉浸”问题所采用的术语趋势，体现了研究者对

沉浸问题的关注点正从外部形式转向认知状态[18]。 

由此可见，学界对于沉浸式体验与心流理论是否

存在必然关联这一问题，似乎已然无需多加考证；凡

涉“沉浸”必谈“心流”，既已成为学者展开相关研

究的默认范式或惯例。然而，心流理论的基本诉求在

于对某种人类巅峰体验进行理论归纳。而这种巅峰体

验作为研究对象，实际是难以观测或度量的。其本质

上是一种内在精神与外在环境在某种特定情境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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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与契合，是一种自内而外的归属感与满足感。因

此，依据心流理论所描述的沉浸体验状态，在公众语

境中亦常会延异为一种玄之又玄的精神追求。 

而若遵循这一范式，其鼻祖是否亦可递归为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诸般母题？如道家所追求的自然、佛家

所追求的禅悟，抑或儒家所言的浩然之气。类似的心

理状态实际早在更加久远的中华文明中就曾被赋予

不同的名称。纵然抛开不同文化语境的解读差异，这

种如迷思般的形而上探讨终归是见仁见智的，因此目

前学界基于心流所导出的设计范式，尚难以达成统一

共识。甚至在极端情形下，心流理论在学术成果的产

出过程中，亦仅仅局限于术语层面的诠释或参考，因

而难以在新理论的建构中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 

所以说，虽然基于心流理论的沉浸式体验研究，

已经开始被用于解释用户在产品交互过程中的成瘾

和激励机制，但其适用范畴依旧太过宽泛且模糊，特

别在面对媒介与叙事这两个核心问题的解释上，心流

理论鲜有答案。因此，针对沉浸问题的理论化探索不

应止步于全盘接纳外来文化，而应进一步回归专业领

域的专业问题，辩证地提出符合我国时代风貌、体现

中华文化特色的原创理论体系。 

3.2  多模态交互 

在媒介技术数字化语境之下，人类由单一语言媒

介实现的交际模式逐渐被由语言、图像、声音等构成

的复杂媒介实现的交际模式所取代 [19]。随之而来的

“多模态”相关研究亦自 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进入主

流学术视野。其始见于语言学视角下的多模态话语分

析，是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

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

际的现象[20]。而在过去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多模

态相关研究既已逐渐由语言学拓展至传播学、教育

学、艺术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在设计学与戏剧

与影视学领域中，近年来有关多模态叙事、多模态交

互、多模态认知等论题，已逐渐为学者所重视。 

如覃京燕等[21]提出“结合具身认知与离身认知，

将认知计算应用于多模态的交互环境中，尝试对具身

交互中的示能性、交互行为、交互前馈与离身交互中

的符号、语义、交互反馈进行组建，形成完整的交互

语法体系”。李萌等[22]提出“调用多种感官的交互方

式能够为儿童带来全方位的感官刺激，可以提升儿童

用户的参与度和积极性。通过实现儿童在空间中的自

由移动，带来更加自然的多模态交互体验”。 

传统的界面设计是与传统技术所绑定的。虽然其

尽可能以不同方式利用这些技术，但其选择的多样性

往往是受限的[23]。然而，中华文化所依托的文化符号

本就是多模态呈现的，特别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符号的模态多样性尤为显著。因此，沉浸式叙事

中的多模态范式，应首先侧重于用户如何通过多感官

交互，实现与多模态符号的沉浸式联结。而当人们已

经开始探讨虚拟现实如何通往元宇宙，展望脑机接口

是否意味着数字永生之时，界面究竟何在？此时，界

面所联通的两端也已由人与机器转化为虚拟与现实，

构成了“虚拟-界面-现实”的新范式。 

因此，交互设计的任务已不应再先入为主地局限

于计算机中，继续装点这扇贯通虚实的大门，而应率

先明确这扇大门究竟位于何处。其设计对象亦应重新

回归于这门学科诞生的初衷——交互。如学者所言

“交互设计要处理一些视觉形式的问题，但主要设计

的是‘行为’”。这里的行为包括了产品的“行为”，

还有人们使用产品的“行为”。当下的研究往往偏重

于前者，以致逐渐忘却了人作为整个设计过程之中的

主导地位。因此，如何回归“以人为本”将成为当下

亟待解决的核心设计论题。 

当然，亦如 Norman[24]所言：“以人为本的设计已

然成为设计主流，如今的界面与应用设计师对其通盘

接纳，不假思索，遑论批评。事物最危险的状态便是

其被视为真理之时。”因此，诺曼进一步提出了以“活

动为中心的设计”，并解释称：“以人为本的设计已经

发展成为一种局限性的设计观念。它并未着眼于人的

整个活动，而是关注于逐页分析、逐屏分析。因此，

顺序、干扰、目标不明——真实活动的所有方面，都

被忽略了……这些变化只有从更大的视角——以活

动为中心的视角才可能看到[25]。”由此可见，与其将

“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乃至如今“以活动为

中心”的设计视为一系列设计思潮的更迭，不如将其

归结为人本主义者对教条主义者的系统性驳斥更为

恰当。我们依然需要将设计对象回归为用户自身，更

要遵循真正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不论此时的用户是

个体还是群体，其核心诉求始终是沟通[26]。 

3.3  非线性叙事 

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交互技术加持下的沉浸

式媒介中，交互性的存在显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其

与经典叙事媒介的本质差异却并非是由交互性所赋

予的：由于交互性的存在，沉浸式媒介的故事世界得

以由经典的线性结构转化为更加复杂的非线性结构，

但这一结果并不会对话语权的归属造成任何影响。 

沉浸式媒介真正所完成的超越在于彻底突破了

叙事学的二分法范式，使聆听者在故事产生、发展直

至完成的整个过程中，可随时介入故事世界，并对故

事事件或故事情节造成直接影响，这在经典叙事媒介

中显然是难以想象的。聆听者的这一行为，不仅意味

着其已拥有话语权，并可对故事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干

预，同时这种干预本身亦必然是聆听者完全由外部现

实世界进入内部故事世界才可能达成的结果。简而言

之，沉浸式媒介的叙事特性不仅促成了话语对故事的

直接干涉，同时亦完成了由叙述者到聆听者的权力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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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27]。 

而在经典叙事学中故事始终是作为一个独立时

空，交由叙述者通过话语进行呈现的。因此，叙述者

在叙事过程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故事的素材与构架

皆由叙述者进行把控。虽然经典叙事媒介始终试图为

聆听者营造一种全知幻象，通过精妙的话语手法将聆

听者放置于一个似乎可以洞悉一切的“上帝视角”。

然而无论情节构思如何巧妙，真正主宰叙事的依然是

作为话语权掌控者的叙述者本身。因此，在经典叙事

媒介中，如果说聆听者是全知的“上帝”，那么叙述

者就是“上帝”的“上帝”——不仅全知而且全能。 

在沉浸式媒介中，语境与体验实际上可以理解为

针对同一概念的分别诠释：语境对应媒介，是指该媒

介在世界媒介集中的运行规律。而体验则更加强调以

沉浸者为代表的特殊媒介在世界媒介集中的探索历

程，当某一沉浸者开始将这个体验过程转述于另一客

体媒介之时，经典叙事学意义的故事便由此产生了。

在这里，前者始终为体，后者始终为用，二者共同构

成了媒介存在与行为相辅相成的统一概念整体。从叙

事层面来看，语境的存在意义在于为沉浸者的沉浸式

体验建立认知与行为发生和发展的内在规则。 

因此，统一媒介论视角之下的任一媒介体验研

究，其结果必然指向归纳语境这一最终归宿。一旦语

境形成，媒介中的所有符号便同时被聚合为一个紧密

联结的统一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即是这个媒介的整个

故事时空。此时，如何将这个故事传递于其他媒介就

构成了经典叙事与沉浸式叙事的根本分野：经典叙事

强调话语的作用，其叙事范式要求故事必须通过话语

进行复述才有可能传递至另一媒介。而沉浸式叙事则

更加强调故事与话语统一形成的完整体系，任何意图

洞悉故事的客体媒介都必须以沉浸者的身份进入故

事时空所属的主体媒介之中进行体验，才有可能一览

故事原貌。因此，沉浸式叙事务必是体验式的探索，

而非话语式的转述。 

4  结语 

中华文化滋养下的沉浸式叙事，不仅是文化遗产

数字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途径，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践成

果。2016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的意见》，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立足中国、

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

未来，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从我国改革发展

实践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实践经验的

总结”[28]。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

“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加强全媒体

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1] 

因此，中华文化的沉浸式叙事体系建设，不仅是

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战略部署的积极响应，

同时亦是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健全网络综合治

理体系等新征程要求的有力补充。如何紧扣时代语

境，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借助沉浸式媒

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成为沉浸式叙

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应有之义。唯有以中华文

化为基石，搭建经典媒介与数字媒介创造性融合的跨

媒介学科体系。才有望形成具有优秀文化底蕴与鲜明

时代精神的话语体系，进而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

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

式，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国际话语权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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